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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

2016年，山东法院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为法治山东、平安山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为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及时向行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反馈司法审查情况，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016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现通报如下。
一、全省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基本情况
（一）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情况
2016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27188件，同比增长28.7%。其中，一审收案17413件，同比增长3.7%。
2016年，全省各市受理一审行政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受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各市受理案件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见图一）。其中，一审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市有临沂（3517件，占20.20%）、青岛（2888件，占16.59%）、济南（2320件，占13.32%）、济宁（1504件，占8.64%）、烟台（1190件，占6.83%）。以上5个地市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1419件，占全省一审行政案件的65.58%。临沂、菏泽、泰安、滨州等地区一审案件数量增幅较大；日照、聊城、烟台、淄博等地区一审案件数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一 全省各市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

    按行政管理领域划分，案件数量居前十的依次是：土地（2071件，占11.89%）、公安（1760件，占10.11%）、劳动和社会保障（1627件，占9.34%）、征收补偿（1076件，占6.18%）、房屋登记（647件，占3.72%）、计划生育（501件，占2.88%）、乡政府（428件，占2.46%）、工商（297件，占1.71%）、环保（204件，占1.17%）、规划（196件，占1.13%），以上十类案件合计8807件，占收案总数的50.58%（见图二）。土地、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传统类型案件仍居前列,数量较上年略有下降，征收拆迁、乡政府类案件出现较大幅度上升，显示当前行政审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更加密切，行政案件类型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计划生育类案件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收案同比下降72.46%。
按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划分，案件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行政处罚（3682件，占21.15%）、不履行法定职责（1032件,占5.93%）、行政许可（380件,占2.18%）、行政补偿（363件,占2.08%）、强制措施（242件,占1.39%）、要求履行义务（219件,占1.26%）、行政裁决（168件,占0.96%）（见图三）。
（二）一审行政案件审理情况
2016年，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6798件，结案率为96.47%，收结案基本保持平衡。
1. 实体判决情况
实体判决率(一审行政案件判决数与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数之比)是衡量法院发挥行政审判职能的重要指标。作出实体判决的案件全部经过开庭审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近几年，山东法院加大司法审查力度，更加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监督职能，实体判决率持续提高。2016年审结一审行政案件中，作出实体判决的案件数量为7173件，实体判决率达42.70%（见图四）,同比增长8个百分点,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促进职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经过实体判决的案件中，判决维持行政行为775件，判决撤销行政行为1095件，判决变更行政行为103件，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478件，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658件，判决确认行政行为合法11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3995件,判决赔偿42件,判决不予赔偿16件。
图四  2014-2016年判决方式结案与结案总数对比关系
    2.和解撤诉结案情况
和解撤诉结案是指行政诉讼经登记立案进入审理程序后，在人民法院主持和协调下，当事人就争议问题达成和解，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的结案方式。近年来随着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全省法院逐步转变审判理念，积极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更加注重发挥实体判决的规范指引作用，行政诉讼和解撤诉率下降。2016年以和解撤诉方式结案案件进一步减少，总计3664件，和解撤诉率21.81%，同比下降6.3个百分点（见图五）。和解撤诉案件中，3586件系经法院协调原告主动撤诉；78件系经法院协调，被告行政机关主动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予以认可并撤诉。
3.行政机关败诉情况
2016年一审行政案件经实体审查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2376件，同比增加45.86%，实体败诉率为33.12%。判决行政机关败诉及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后撤诉案件共2454件，一审行政案件的总败诉率为14.61%。行政机关败诉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逐年上升之势。
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形式包括判决撤销行政行为、责令履行法定职责、变更、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赔偿等。其中，败诉案件数量较多的行政领域分别是：土地306件、征收补偿297件、劳动和社会保障145件、公安134件、房屋登记132件、乡政府102件、民政64件、规划36件、工商28件（见图六）。
败诉率较高的行政领域分别为：民政48.85%、专利40%、征收补偿30.71%、财政29.03%、信息电讯28.57%、技术监督25%、乡政府23.34%、房屋登记20.06%、规划19.57%（见图七）。
 全省各市行政机关败诉率差别较大，显示各市依法行政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见表一）。
表一  2016年各地市行政机关败诉及和解情况
	
	收案数
	结案数
	实体裁判  数
	行政机关
败诉数
	行政机关
败诉率
	和解撤诉   数
	和解撤诉  率

	济 南
	2320
	2124
	1205
	266
	12.52%
	295
	12.72%

	青 岛
	2888
	2850
	1030
	312
	10.95%
	896
	31.02%

	淄 博
	680
	676
	343
	72
	10.65%
	140
	20.59%

	枣 庄
	394
	396
	192
	91
	22.98%
	53
	13.45%

	东 营
	225
	232
	89
	28
	12.07%
	65
	28.89%

	烟 台
	1190
	1246
	599
	105
	8.43%
	254
	21.34%

	潍 坊
	777
	827
	463
	123
	14.87%
	166
	21.36%

	济 宁
	1504
	1551
	553
	297
	19.15%
	439
	29.19%

	泰 安
	871
	822
	217
	104
	12.65%
	191
	21.93%

	威 海
	346
	315
	141
	34
	10.79%
	63
	18.21%

	日 照
	371
	372
	165
	38
	10.22%
	109
	29.38%

	滨 州
	293
	258
	102
	33
	12.79%
	66
	22.53%

	德 州
	508
	526
	207
	56
	10.65%
	122
	24.02%

	聊 城
	490
	474
	199
	105
	22.15%
	81
	16.53%

	临 沂
	3517
	3187
	1139
	458
	14.37%
	463
	13.16%

	菏 泽
	931
	845
	485
	318
	37.63%
	230
	24.70%

	莱 芜
	108
	97
	44
	14
	14.43%
	31
	28.70%


（三）二审、再审行政案件审理情况
2016年全省法院新收二审行政案件6790件，审结6436件。2016年全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为69.41%。二审作出维持裁判4547件，占结案总数的70.65%；撤诉374件，占结案总数的5.81%；改判268件、发回重审144件、指令立案审理50件，发改案件共计462件，占结案总数的7.18%；裁定驳回起诉922件，占结案总数的14.33%;其他方式结案131件,占结案总数的2.04%。
再审、申诉、申请再审收案 2985件，审结3006件。
（四）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情况
非诉执行工作是法院司法审查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保障和支持。2016年，全省法院审查非诉执行案件14795件。其中，裁定准予执行14239件，裁定不予执行556件。全省法院非诉执行工作规范性进一步加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力度不断加大。
（五）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
全省各级法院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加强对出庭应诉的宣传力度，规范行政诉讼庭审制度要求，明确不依法出庭应诉的法律后果。省政府对依法应诉工作高度重视，出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在明确行政应诉主体、全程参与行政应诉案件、依法履行法院判决等多个方面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2016年，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344人（次），同比上升43%。根据各市报送数据，潍坊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77%，德州、日照、聊城、青岛、枣庄等地也都超过60%。2016年9月22日，全省17个市副市长、33个省直行政机关分管负责人、125名县（市、区）分管领导共200余人，到省法院旁听行政案件庭审。人民日报以“百名厅局长观摩庭审-山东力推民告官要见官”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二、行政审判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随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及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诉权保护力度显著加强，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体权益的保护更加有力，对依法行政的监督职能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发挥。全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高，行政审判中诉讼当事人获得感普遍增强，同时也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能力有待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少数”，近年来，在各级人民政府、法院努力推动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不断提高，“告官不见官”已初步得到解决，但“出庭不出声”等应诉流于形式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对被诉行政行为不清楚、不了解，出庭应诉成为走过场；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面对原告提问一言不发，仅让律师代为解答；有的行政机关过于依赖聘请的专业法律顾问、律师参与庭审，对应诉工作缺乏充分准备。
（二）部分涉民生的重点领域管理尚不规范。近年来随着我省城乡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产生了大量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纠纷，其中大多与行政机关征收补偿程序不规范有关。有的未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作出房屋征收或补偿决定。如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过程中，有的未依法召开听证会，有的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时，并未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有的征收补偿费用未能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等。目前，我省出现了较多以村民自治方式进行的旧村改造项目，一般由村集体组织实施，行政机关并未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相关旧村改造项目一旦发生纠纷，村民难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个别行政机关执法忽视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各级行政机关的诚信水平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有的行政机关因领导班子调整等因素不能保持执法标准统一，执法政策缺乏连贯性，缺乏诚信的现象客观存在。有的行政机关不能及时兑现对公众的承诺，降低了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如程某诉某区政府履行行政奖励案。某区政府发布招商引资实施意见，承诺对于投资项目的推荐人给予奖励，但并未完全兑现该承诺。程某作为投资项目推荐人对某区政府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某区政府兑现奖励承诺。有的行政机关为了部门利益在诉讼中不能如实陈述事实、拒绝提供证据或作出虚假证言。如汪某诉某县政府行政强制案。某县政府因修建道路需征用汪某的房屋及土地，但双方未能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后汪某的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征用。汪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县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县政府主张未参与强拆，也不知汪某房屋是谁拆除、土地由谁占用。法院通过110出警记录确认某县政府实施了强拆行为，并确认其行为违法。
三、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为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结合行政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政执法有关问题，建议行政机关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一）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对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给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适应。全面理解、落实行政诉讼法的各项规定，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建议全省各级行政机关继续认真学习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将新法有关规定精神与本单位执法实践相结合，对照各级法院公布的典型行政案例，查找本单位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二）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化解行政纠纷。建议在继续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数量的同时，还需要在提高应诉质量上下功夫。建议各级行政机关加大培训工作力度，着力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积极通过庭审观摩、模拟法庭等方式了解庭审程序、提高应诉能力，在法庭上依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展现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让行政机关负责人真正负起责任，不但成为业务工作负责人，也要成为法治建设的责任人、依法行政的带头人。
（三）提高重点行政执法领域的依法行政水平。要提高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劳动和社会保障和不动产登记等涉及民生重点行政管理领域的执法水平。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确保行政程序正当、过程公开，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虽然逐步规范，但有关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纠纷仍居高不下。建议各级行政机关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避免在补偿不到位、程序违法或违反程序正当性、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情形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针对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中出现的村民自治式旧村改造等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研，规范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并将村民自治式的旧村改造纳入新农村建设的统筹规划，科学、稳妥、依法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四）进一步加强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国务院公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推动政务诚信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为政务诚信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议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应当站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局的高度，将政务诚信、司法诚信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维护政府公信力和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的关系。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加注重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视行政管理中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严格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五）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让权力运行透明，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建议各级行政机关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进一步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全面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及实施细则要求，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努力打造阳光政府。

附件:
全省十件行政典型案例

案例1.陈某诉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行政处罚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
【案情】2015年1月7日，两名乘客通过网络召车软件与陈某取得联系，约定由陈某驾车将乘客从济南市八一立交桥附近送至济南西站，由乘客支付车费。当日11时许，陈某驾驶私人小汽车行至济南西站送客平台时，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济南客运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调查，查明陈某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资格证，驾驶的车辆未取得车辆运营证。济南客运管理中心认为陈某涉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为，对其作出鲁济交（01）罚（2015）87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其非法经营客运出租汽车，违反《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为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罚款并没收非法所得。陈某不服，提起诉讼。
【裁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针对网约车运输经营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案件，对陈某的行为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应当予以确认。现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构成明显不当。法院认为，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该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一方面，网约车作为客运服务的新业态和分享经济的产物，有助于缓解客运服务的供需矛盾，满足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创新需求，对其应当适度宽容。另一方面，这种新业态又给既有客运管理秩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存有安全隐患等问题，确需加强规范引导。当一种新生事物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创新创业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时，对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评判不仅要遵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亦应充分考虑是否符合社会公众感受。本案陈某通过网络约车软件进行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符合一般社会认知，社会危害性较小。行政机关在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时，应当尽可能将对当事人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和限度内，以实现行政管理和保护新生事物之间的平衡。另外，该行为中有几方主体受益、最终产生的车费是否已经实际支付或结算完毕，济南客运管理中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上述事实尚不明确以及该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情况下，将该行为的后果全部归于陈某，并对其作出较重处罚，有违比例原则，构成明显不当。原审法院认定处罚幅度和数额畸重，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
    【评析】本案是全国首例“专车案”，是涉及网约车主因提供“专车”服务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例。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市场上出现了“网络约车”等现象，该形式在很多城市和部分人群中确有实际需求且已客观存在。网约车这种客运服务的新业态，作为共享经济产物，其运营有助于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运输服务供需时空匹配的冲突，有助于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网约车的运营需要有效的监管。网约车这种客运行为与传统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一样，同样关系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有序管理，应当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只要是有效的法律、法规，就应当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这是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本案中，法院既要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考虑行政处罚程序正当性、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以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要充分考虑科技进步激发的社会需求、市场创新等因素，平衡涉案行为的现实社会危害性，作出一种既符合当下依法行政的要求，又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的司法判断。

案例2.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庆云县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公益诉讼案
公益诉讼人：庆云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庆云县环境保护局
【案情】山东庆云庆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顺公司)2008年8月开始投产“年产12000t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但是没有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2011年、2013年因违法被被告庆云县环境保护局作出两次行政处罚，但庆顺公司没有履行2013年的行政处罚，被告也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庆顺公司造成环境污染且不具备合法生产的条件下，被告分别于2011年2月21日、2012年4月28日和2014年12月3日先后三次批准其对上述项目进行试生产。2015年1月13日，公益诉讼人向被告提出督促其依法正确履职的检察建议后，被告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制止其违法生产行为，于2015年又两次批准上述项目试生产延期。公益诉讼人遂提起公益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作出《罚款（加处罚款）催缴通知书》，并决定撤销2014年12月3日试生产批复及2015年两次延期试生产批复。公益诉讼人认为被告纠正了部分违法行为，使部分诉讼请求提前实现，因此撤回其中对应的三项诉讼请求。故法院仅就公益诉讼人保留的两项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即：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批准庆顺公司进行年产12000t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试生产申请的庆环字〔2014〕61号批复违法；2、依法确认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27日和2015年6月1日批准庆顺公司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法。现庆顺公司已关闭停产。
【裁判】庆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益诉讼人撤回三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予以准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没有提交对申请试生产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庆顺公司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延期验收申请，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此予以批准的证据，违反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其2014年12月3日作出批复同意庆顺公司年产12000t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投入试生产三个月、2015年又两次批准试生产延期批复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三次被诉行为依法应当撤销。鉴于诉讼期间被告自行撤销了三次被诉批复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上述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评析】本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的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本案的受理开拓了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司法救济的新渠道，促使行政机关及时纠错和履行法定职责。作为全新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确定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诉讼地位，明确其诉讼权利义务。裁判中充分考虑了被告自我纠错的实际情况，依法准许公益诉讼人撤回三项诉讼请求，对于改变之前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达到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目的。

案例3.某蔬菜批发部诉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聊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
原告：某蔬菜批发部
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被告：聊城市人民政府
【案情】原告在包装其销售的娃娃菜中添加福尔马林溶液，货值金额1295元，违法所得111元。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74瓶福尔马林溶液；2、没收违法所得111元；3、罚款12万元。原告不服，向聊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聊城市人民政府维持了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自己在娃娃菜上浸沾福尔马林的行为违反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而开发区市场监管局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开发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涉案娃娃菜的检验中未发现含有甲醛，自己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应当免于或减轻行政处罚，故诉至法院。
【裁判】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的娃娃菜是供人食用的原料，属于食品的范畴。原告购进娃娃菜后，在包装过程中浸沾福尔马林，属于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没收74瓶福尔马林溶液、没收违法所得111元整、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其在娃娃菜上浸沾福尔马林的行为违反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食用农产品），不得销售：第（四）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应适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进行处罚。根据法律条文的概念、含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是允许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只是因技术指标不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要求，才适用该法第四十九条进行处罚，而原告的违法行为显然不属于该种情形。原告以涉案娃娃菜在检验中未发现甲醛为由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应当免于或减轻行政处罚。原告作为蔬菜销售者，为防止其出售的娃娃菜腐烂，在对娃娃菜进行包装的过程中，在娃娃菜上浸沾福尔马林，具有主观违法的故意，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不对其免于或减轻处罚，并无不当。因不服被告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向聊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经审查，聊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是涉及食品行政处罚金额是否适当的典型案例。本案的违法所得仅为111元，处罚金额高达12万元，如果从一般情理理解，处罚金额看似有失恰当。但是本案涉及的是食品安全的处罚，正所谓“食品安全大于天”，只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执行对不法经营行为的惩处，才能让食品经营者对食品安全产生畏惧之心，食品安全的乱象才能逐渐得到控制。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也是《食品安全法》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的原因所在。在当前情况下，司法机关除了通过刑事诉讼对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处以刑罚外，还应通过行政诉讼案件审理大力支持食品药品等安全监管部门依法行政。

案例4.苏某等四人诉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等四人
    【案情】济南市历下区下井庄村民苏某等四人从济南东部新城中央商务区管委会2015年8月23日的书面告知中，得知了“历下政发（2000）29号文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历下区政府）同意批准将下井村整建制划转并入历下工业区燕山开发建设总公司，规划建设龙泉山庄居住区”。苏某等四人向历下区政府申请公开“历下区政府作出的将下井村整建制划转并入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的历政发（2000）29号文全部文件（包括附件），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履行法定程序等信息”，并要求以书面形式告知。2015年11月24日，历下区政府派员到历下区档案馆，以文号“历政发（2000）29号文”检索的方式查询，未检索到苏某等四人申请的文件。2015年11月27日，历下区政府作出了[2015]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申请公开的信息，自形成距今已长达15年之久，虽经多渠道查找，均未能查询到所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为由，告知苏某等四人未找到其申请的政府信息。苏某等四人不服，诉至法院。
    【裁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历下区政府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检索义务。行政机关主张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应当对其是否尽到合理的检索义务负举证责任，即对于相对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应当由行政机关举证证明尽到了合理的检索义务。这种合理的检索，一是检索范围合理，对书面文件和电子文件均进行检索；二是检索方法合理、全面，既应包括文号检索，也应包括题名、档案主题词、内容等方面的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本案中，苏某等四人对申请信息公开的文件内容描述为“历下区政府同意批准将下井村整建制划转并入历下工业区燕山开发建设总公司，规划建设龙泉山庄居住区”，历下区政府在进行电子检索时，在以文号“历政法（2000）29号文”检索不到的情况下，应当以相关内容或者题名、主题词等再进行充分检索。历下区政府仅提供了文号检索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检索义务。历下区政府关于其已经尽到了为苏某等四人查找、检索相关信息的义务，其答复并无不当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故判决撤销历下区政府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的[2015]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限历下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就苏某等四人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进行答复。
    【评析】本案是涉及行政机关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为由不予公开信息的典型案例。行政机关主张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应当对其是否尽到合理的检索义务负举证责任。这种合理的检索义务，既包括检索范围的合理全面，也包括检索方法的合理全面。本案苏某等四人申请信息公开时，申请的文号存在笔误，将“历下政发（2000）29号文”写为“历政发（2000）29号文”，但其申请公开文件的内容清楚明确。历下区人民政府应当履行必要的多渠道查找的检索义务，在合理的检索范围内，对包括题名、档案主题词、内容等方面的书面文件和电子文件进行合理、全面的检索，以充分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

案例5.王某诉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局工商行政登记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
    原审第三人：青岛斯瑞爱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案情】2013年10月1日，王某与宋某、高某签订《发起人协议》，约定三人投资成立“青岛斯瑞爱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协议签订后，第三人青岛斯瑞爱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2013年10月16日，委托代理人宫某向原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阳分局（2015年更名为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设立第三人公司的相关材料，原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阳分局于2013年10月23日核准了第三人的设立登记。在第三人提交给被告的登记中三人的签字均不是本人签字，但原告及其他两位股东均履行了发起人协议中约定的出资义务。公司设立后，原告作为第三人股东之一，在第三人2014年7月与9月的办公楼电费、卫生费，2014年8月的法国单辅料采购费，2014年9月10日的物流运费等费用报销单上签字。后股东之间因公司管理、债权债务等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公司登记违法。
    【裁判】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均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申请材料，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并应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对申请材料需要核实的，先予以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核实，核实无误的，自受理起15日内予以登记。上述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及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作为公司登记机关，上诉人只对其认为申请文件、材料需要核实的，才予以调查核实；对申请文件及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不需要核实的，有权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根据上述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提交的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不存在需要核实的情形，因此上诉人直接为原审第三人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尽管在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材料中所有涉及“王某”的签名并非被上诉人王某本人所签，但鉴于被上诉人根据发起人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在公司设立后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办[2012]62号《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是涉及以非股东本人签名获得公司设立行政登记的典型案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使用虚假材料获取的行政许可行为一般应予撤销，但设立公司的工商行政登记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许可，是对具备了法定设立条件的申请人进行确认、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时只要认为申请材料齐备、符合法定形式的，一般当场就会予以登记。尤其是当前国家加强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和鼓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进一步放宽了登记门槛。本案中，尽管第三人公司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了非股东本人签字的相关材料确有不当，但从登记机关审查的角度说，第三人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故准予公司的设立登记。同时，王某参与了该公司成立之后的经营活动，其就应当知道公司已经设立且其本人并未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确认的事实，但王某对此并未及时提出异议，而是在股东之间因公司管理、债权债务等问题发生纠纷时才主张公司登记违法，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精神不一致，而且会影响到与公司发生商业往来的案外人的利益。基于上述考量，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6.徐某某诉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
【案情】徐某某的丈夫在2014年两次入住淄博万杰肿瘤医院治疗，2014年7月医治无效去世。在淄博万杰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医疗费用。2014年7月21日，徐某某申请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给予办理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关于对申请人徐某某合作医疗报销申请的书面答复》，依据五莲县卫生局、五莲县财政局莲卫字〔2014〕2号《2014年五莲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参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定，认为徐某某提供的报销材料“住院收费票据为地方税务发票，就诊的医疗机构不属于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不符合我县新农合报销政策规定”，决定不予报销。徐某某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所依据的政策规定不符合省、市相应政策规定的精神，侵犯其合法权益，为此向五莲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五莲县人民政府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依据“市外就医的规定”符合上级规定，于2015年4月13日以莲政复决字〔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的决定。徐某某认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的决定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同时，请求对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所依据政策规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裁判】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出《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关于对申请人徐某某合作医疗报销申请的书面答复》的依据是五莲县卫生局、五莲县财政局莲卫字〔2014〕2号《2014年五莲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参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定，该款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作出了限缩性规定，不符合上位法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故上诉人作出涉案答复的依据不合法，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对于上诉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依据上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否报销，需由被上诉人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故判决撤销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作出的《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关于对申请人徐某某合作医疗报销申请的书面答复》。责令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徐某某的申请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
【评析】本案是涉及不予报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及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新型、典型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以上位法为依据，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条款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而被上诉人作出涉案答复的依据是五莲县卫生局、五莲县财政局莲卫字〔2014〕2号《2014年五莲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参合农民到市外就医，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定，该款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作出了限缩性规定，不符合上位法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故被上诉人作出涉案答复的依据不合法，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案例7.焦某诉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原审第三人：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
【案情】2015年10月，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与广州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11日的泰国曼谷芭提雅6天5晚的广州市出境旅游组团合同，焦某系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赴泰旅游的职工之一。2016年1月10日下午，焦某在旅途期间乘坐大巴车去景点时，因道路不平坦车辆颠簸不慎受伤，经医院诊断为腰锥体骨折。2016年2月14日，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到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申请工伤认定，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接收证据材料清单》、《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并送达给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2016年2月23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接收证据材料清单》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给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2016年3月18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对焦某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2016年3月25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青人社伤不认决字[2016]第000276号《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认为焦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并向焦某、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送达。焦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本案中，焦某系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的职工，参加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组织的赴泰旅游活动受到伤害，属于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情形，且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工伤事故调查笔录及补充说明均证实，焦某系因符合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工作业绩要求而享有出国旅游的福利，旅游活动与工作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属于与工作有关的活动。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青人社伤不认决字[2016]第000276号《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该《工伤不予认定决定书》，责令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焦某重新作出关于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宣判后，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服，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焦某是因为工作出色获得了青岛市市南区亿情琏美容院组织的出国旅游奖励，因此该旅游活动与工作有关联性。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本案是涉及工伤行政确认的典型案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类似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本案中，焦某系因符合美容院工作业绩要求而享有出国旅游的福利，该福利属于奖励性质，是美容院为了增强职工凝聚力、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单位组织的该项带福利性质的旅游活动与工作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应当认定为属于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因此，焦某在旅游活动期间所受到的伤害，属于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情形。

案例8.李某诉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处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案
原告：李某
被告：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处
第三人：淄博裕民玻璃有限公司、淄博托普工贸有限公司
【案情】李某原系淄博托普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工贸公司）的职工，李某2015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费由托普工贸公司缴纳，双方于2015年3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李某与淄博裕民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民玻璃公司）于2015年4月1日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裕民玻璃公司为李某缴纳2015年4月至10月的社会保险费。2015年3月26日8时许，李某在裕民玻璃公司工作时发生事故。淄博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某为因工受伤。李某多次要求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处（以下简称淄博高新区社保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淄博高新区社保处以2015年3月李某在两个用人单位同时就业，应当由两个用人单位分别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而裕民玻璃公司没有为李某缴纳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应由用人单位裕民玻璃公司支付李某的工伤保险待遇为由拒绝支付。李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淄博高新区社保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裁判】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职工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依照上述条款规定，李某于2015年3月26日在裕民玻璃公司工作并发生工伤事故，此时李某与托普工贸公司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也是由托普工贸公司缴纳，属于在两个用人单位同时就业，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托普工贸公司为李某缴纳了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但是裕民玻璃公司未缴纳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因此，裕民玻璃公司作为职工受到伤害时的工作单位和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高新区社保处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是用人单位不支付，而李某并没有提供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裕民玻璃公司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因此，李某要求高新区社保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故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是涉及职工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时，各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问题的典型案例。实践中，劳动者在未与原用人单位办理劳动关系终止手续的情况下，就在新的用人单位工作，这种情况属于在两个用人单位“同时就业”。依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劳动者在两个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需要两个用人单位同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否则在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时，社会保险机构就可以拒绝支付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应由职工受到伤害时的工作单位和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案例9.亓某诉新泰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原告：亓某
被告：新泰市国土资源局
【案情】因山东新矿集团翟镇煤矿（以下简称翟镇煤矿）常年采煤，在原告住宅东部堆积成一座矸石山。随着矸石量的不断增多，位于矸石山西侧南北走向的一条河道严重弯曲，泄洪不畅。2005年6月，经镇政府申请，市河道局批准，新泰市翟镇翟家庄东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翟东村委）与翟镇煤矿签订《河道改道协议》后，在耕地内开挖新河道。新河道从矸石山段河道接口，由东向西再向南，接口原河道。挖河过程中的2005年7月1日，当地普降暴雨，次日又降大暴雨。原告家庭财产被淹，住宅前的煤炭被冲走，造成经济损失294803元。其后，原告对翟镇煤矿、翟东村委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翟镇煤矿赔偿原告财产损失的30%计88440.90元，驳回了原告对翟东村委的诉讼请求。其后，原告不断到各级政府部门信访，举报翟镇煤矿、翟东村委违法占用耕地挖河，要求依法处理。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泰安市国土资源局、新泰市人民政府先后要求被告调查核实并答复原告。2014年9月28日，被告作出《告知书》：“……你反映的问题不属实……新改河道总长度557米，宽8米，共需占地6.7市亩……”。原告不服，以被告行为导致法院无法作出正确判决，原告无法得到应有赔偿，《告知书》无实质内容，系敷衍搪塞原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处理职责。被告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等理由予以答辩。
【裁判】东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对原告举报的占地挖河问题既未立案查处，亦未告知原告不予立案查处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陈述权、申辩权，其行为属不履行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限新泰市国土资源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亓某作出答复。
【评析】本案系土地违法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以信访形式请求相关职能部门履行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法定职责的典型案例。土地违法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以信访形式请求土地管理部门履行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法定职责，土地部门不作为，利害关系人起诉，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废除后，并不意味着土地部门对利害关系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土地违法行为查处申请不再负有告知义务。基于行政参与原则，土地部门应当依法向其告知不予查处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其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

案例10.崔某诉济南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
【案情】崔某于2014年11月向济南市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济南市人民政府：一、依法确认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槐荫区政府）以暴力威胁、噪音干扰的方式强迫搬迁的行为违法；二、责令槐荫区政府立即停止对申请人的噪音干扰，保证申请人房屋可以正常居住；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理。济南市人民政府未作出任何答复。崔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济南市人民政府有对槐荫区政府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行政处理的职责，其不履行该职责，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
【裁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及第三十条之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不履行该条例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进行监督，但该监督职权的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范畴。本案中，上诉人向济南市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济南市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槐荫区政府以暴力威胁、噪音干扰的方式强迫搬迁的行为违法，责令槐荫区政府立即停止对崔某的噪音干扰，保证申请人房屋可以正常居住，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理，属于对槐荫区政府的信访举报行为，济南市人民政府对上诉人的信访举报未作出答复的行为，亦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范畴。上诉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如认为槐荫区政府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行政行为违法，可以依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诉讼的途径解决。法院裁定驳回了崔某的起诉。
【评析】本案是涉及上下级行政机关因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的职权不属于司法监督范畴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十条虽然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违法行为责令改正，但此种职权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本案中，济南市人民政府是否受理崔某的反映、是否启动层级监督程序、是否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等，不属司法监督范畴。上级人民政府不改变或者不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在存在更为有效便捷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当事人坚持起诉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且易于形成诉累,不应予以支持。

图三     按行政行为性质划分各类案件数量
图二 全省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情况	行政处罚	不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许可	行政补偿	强制措施	要求履行义务	行政裁决	其他	3682	1032	380	363	242	219	168	11327	列1	行政处罚	不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许可	行政补偿	强制措施	要求履行义务	行政裁决	其他	判决结案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3301	5454	7173	结案总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5213	15784	16798	



图五       2012-2016年和解撤诉率
2011-2015年和解撤诉率比较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0.73000000000000065	0.66000000000000092	0.51	0.28000000000000008	0.22	图七     各行政管理领域败诉率对比图
案行政领域划分败诉比例	民    政	专    利	征收补偿	财政	信息电讯	技术监督	乡政府	房屋登记	规划	0.488549618320611	0.4	0.30713547052740436	0.29032258064516175	0.28571428571428614	0.25	0.23340961098398169	0.20060790273556231	0.19565217391304324	图六    各行政管理领域败诉案件数量
案行政领域划分败诉案件数量	土地	征收补偿	劳动和社会保障	公安	房屋登记	乡 政 府	民    政	规划	工    商	306	297	145	134	132	102	64	36	28	表一 全省各地一审收案数量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滨州	德州	聊城	菏泽	莱芜	临沂	2320	2888	680	394	225	1190	777	1504	871	346	371	293	508	490	931	108	3517	图二     2015-2016年部分行政管理部门案件数量
2016	土地	公安	劳动社保	征收补偿	房屋登记	计划生育	乡政府	工商	环保	规划	2071	1760	1627	1076	647	501	428	297	204	196	2015	土地	公安	劳动社保	征收补偿	房屋登记	计划生育	乡政府	工商	环保	规划	2625	1934	1781	783	1020	864	358	336	201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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